
第 77 卷第 5 期 2024 年 9 月
Vol. 77 No. 5 Sept.  2024 173 ~ 184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实现路径与运行机制

朱战辉

摘 要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数字技术全面嵌入

国家治理体制和乡村社会，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

科层管理逻辑主导的数字下乡与乡村技术治理通过国家正式治理体制对乡村治理的吸纳，

增强了国家介入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但同时也带来村级治理行政化和技术消解自

治的意外后果，造成乡村双轨治理结构断裂和基层治理悬浮。促进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现代

化路径优化，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要素作用，挖掘本土性制度资源优势，使数字技术赋能与

基层群众路线有机结合，探索超越科层化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数字技术赋能乡

村治理体制统一性建设、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再造、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乡村治理的双轨并行与一体融通，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结构转

型和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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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

系。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领域

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兼具国家性与社会性，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既

包括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也包括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1］（P3-12）。在国家治理现代化

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背景下，数字技术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推动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

逻辑变化。如何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和运行机制，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国家性与

社会性有机衔接和动态平衡，已成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数字技术全

面嵌入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并不断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

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并形成了如下研究进路。

一是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将乡村社会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路径。传统时期，由于国家能力有限，对基层的人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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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财富等社会事实并不能清晰掌握，因而那一时期“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往往是粗略的和自相矛盾的”［2］

（P109）。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治理样态向技术治理转变［3］（P104-127），

深刻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信息能力和认证能力提升是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基础［4］（P42-46）。

国家通过推进数字下乡，增强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加工能力，将复杂、模糊的社会事实简化成数据化、

清晰化和可操作的治理对象［5］（P212-236），从而提升了国家介入基层社会的能力。科层管理逻辑主导的

数字技术赋能，通过数字下乡的持续推进，使国家职能边界不断延展，引发国家与社会间权力的流变［6］

（P97-113）。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的科层管理弊端，使数字赋能异化为乡村治理的“数字负担”［7］（P32-40），

带来数字形式主义等数字下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8］（P136-144）。

二是乡村社会自治视角下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科层管理逻辑主导的数字下

乡在提升国家干预基层社会能力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国家权力和职能扩张，挤压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乡

村自治运作不振。针对单一治理技术与多元化治理场景、技术规范统一性与社会事实全面性之间的固

有矛盾［9］（P59-67），有学者提出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10］（P145-163），强调数字技术赋能需

要适应乡村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和复杂性的治理要求。在农村人口外流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搭建参与

式治理平台，实现乡村治理的全民参与、全程监督和监管的全面覆盖［11］（P175-183）。数字技术通过发挥

自身效率，拓展不同利益主体对话渠道并增强参与便利性，为乡村自主治理增权赋能［12］（P65-74）。构建

多元共治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13］（P133-143）。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支撑条件，并不断重塑乡村治理结构与治理逻

辑，深刻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国家治理视角侧重于讨论数字技术应用推动国家正式治理体系

向乡村延伸，强调基层技术治理的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运作逻辑，但忽视了乡村社会特质。乡村社

会自治视角立足于乡村社会治理微观场景，聚焦数字技术赋能乡村自主治理能力建设，对国家权力和数

字下乡如何有效进入乡村社会关注不足。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研究路径虽然注意到国家治理体制与乡

村社会转型对基层治理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框架的局限，对数字时代国家与社会

关系互动机制，以及数字化场景下乡村技术治理结构、运行样态和未来发展趋势还缺乏整体性关注。

乡村治理具有国家性与社会性，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治理逻辑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数字下乡如何有效嵌入既有的基层治理结构和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技术治理如何处理好

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关系；数字技术赋能如何与基层群众路线有机融合，并重构乡村双轨治理新形

态，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近两年来，笔者在浙江省L市、北京市Z镇、江西省R县、湖北省X县等地开

展了累计 100余天的基层调研，重点关注各地的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实践，比如开通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推进乡村“网格化”治理、开展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基层治理“四个

平台”建设等。为了更好地分析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的影响，本文将以笔者对上述地区

的实地调查为基础，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制度环境、乡村社会变迁及未来发展方向，探讨数字技

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二、研究进路与分析框架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支

撑作用，并深层次改变着乡村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重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样态。

（一） 研究进路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传统中，逐渐形成了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

会自治两种研究路径。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路径是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强调现代国

家政权对基层社会介入能力的提升。乡村社会自治的研究路径则从乡村社会内部视角出发，强调乡村

社会组织和行动主体自身能力的建设。随着数字时代来临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者逐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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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理论引入乡村有效治理的研究议题［14］（P1-12），乡村治理领域对赋能理论的扩展和运用主要集中于

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技术赋能［15］（P136-156）。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脉络中，国家力量推动

的数字下乡，被视为现代国家政权重塑基层技术治理体系和提升介入基层社会能力的过程。在乡村自

治研究进路下，数字技术赋能的关键在于通过提供平台、技术扩散和场景改造等方式，激发行动主体自

身的能力［12］（P65-74）。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

社会自治的研究进路，依然存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的张力。

从“双轨政治”到“双轨治理”的研究脉络，尝试缓和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的张力。费孝通在讨论传

统时期中国社会治理秩序时提出“双轨政治”模式，一条是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轨道，以皇权为

中心建立起一整套官僚体系；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民主体制轨道，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16］

（P275-293）。改革开放之后，乡镇政权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相结合形成了“乡政村治”模式，国家政权运

行与乡村自治体系并行的乡村治理形态，是对“双轨政治”的继承和发展［17］（P98-104）。基于精准扶贫和

乡村振兴中“第一书记”等制度实践，有学者通过分析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两轨交织互动关系，提出双轨

治理［18］（P53-62）概念。随着国家综合能力的提升，国家政权建设走通了“最后一公里”，深入乡村社会的

国家政权与基层自治的互动博弈，正在深刻影响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逻辑的转型。乡村治理体系从传

统到现代的演变，有一个从双轨政治向并轨政治转型的过程［19］（P87-95）。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技术治

国理念下，从“双轨政治”到“双轨治理”的相关学术成果，为本文考察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

路径提供了理论启示。

（二） 分析框架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逻辑转型，并重塑着国家与社会关系

形态。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脉络中，国家治理视角、乡村自治视角秉持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二元分析框架，在乡村技术治理实践中存在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博弈和结构张力。如何

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数字乡村建

设背景下，数字治理场景塑造了“国家——技术——社会”关系的连续统，展现了国家政权、技术要素和

乡村社会之间的交互融合关系。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提升了国家政权制度化和组

织化介入基层社会的能力，使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逐渐融合，促进了基层治理体制统一性建设；另

一方面，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变动性，增加了技术治理标准化、规范化运作的现实挑战，

数字下乡需要激活乡村自治体系，从而提升技术治理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

本文基于“国家——技术——社会”的分析框架，立足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将数字乡村治理的宏观制

度结构与微观实践情境相结合，探讨数字化治理场景下，国家制度、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适配关

系。首先，笔者立足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分析国家主导的数字下乡路径，及其所面临的数字治理体

制统一性与基层社会多样性之间的适配难题。其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本文基

于乡村治理国家性和社会性兼具的特征，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有效嵌入既有的基层治理体制和乡村社会

结构中，实现数字技术与制度体系、基层组织、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机融合和有效赋能，为乡村双轨治理体

制机制创新提供学理支撑。

三、乡村治理结构转型与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

中国社会治理的“双轨政治”模式下，保持自上而下行政调控和自下而上民意表达的平衡，是实现基

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原则。乡村有效治理既建立在乡村社会基础之上，也受到国家治理体制的影响。在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技术治理转型受到国家治理体制和乡村社会基础变迁的双重驱动。乡村技

术治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乡村社会情境和数字化场景中展开的一线治理实践。数字下乡如何嵌入现

有的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技术治理能否适配国家治理体制与乡村社会基础，成为数字下乡和乡村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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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 转型期乡村治理变迁与治理结构重塑

乡村治理兼具国家性与社会性，是在乡村社会基础和基层治理制度环境中开展的一线治理实践。

在传统的双轨治理模式下，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自下而上的乡村自治体系，共同建构起完整的乡

村治理系统。转型期乡村治理变迁受到乡村社会基础变化与基层治理体制变革的影响，一方面城乡社

会急剧转型，加速乡村社会内生性自治秩序的瓦解；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下乡与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加

剧乡村治理行政化，重塑以国家正式治理体系为主导的乡村治理结构。

首先，城乡社会转型不断瓦解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使得自下而上的乡村自治体系难以有效运行。

乡村社会变迁是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驱动因素。传统时期，乡村社会是建构在封闭的地方性空间、社会

主体的非流动性以及社会关系的熟悉性基础之上的［20］（P116-123）。小农经济的生计基础、血缘与地缘

性熟人社会关系、伦理本位与礼治秩序，共同建构起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乡土中国”加速向“城乡中国”转型。

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变化，加速了乡村社会自治体系的变迁。一方面，农民加速流动造成乡村治理

主体缺位。农民是城市化的主体，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民的流动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和

生活，造成农村生活主体与社会治理主体的流失，村干部老龄化日益严重。例如，笔者调研的江西省R

县、湖北省X县等地，近十年来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青年和精英群体是进城的主体，随着进城购房

农民数量持续增加，一些村庄甚至出现无人愿意当村干部的现象，乡村治理面临精英人才流失与乡村治

理主体缺位困境。另一方面，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带来村级组织权威和乡村治理公共性弱化。城市化和

工业化为农民就业和生计发展提供了多元化渠道，也加快了农民生计转型和乡村社会阶层分化。例如

笔者在浙江省调研时发现，在一些内生性利益密集的农村地区，经济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维度，农

村社会出现“富人治村”现象，进而诱发了派性政治和乡村分利秩序。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农民利益面

向的多元化，使传统型村干部和村级组织权威不断弱化，村庄公共生活和公共价值不断消解。村庄公共

生活和利益联结纽带断裂，乡村熟人社会逐渐解体，村庄公共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原则日渐松弛［21］

（P243）。村级治理主体缺位与乡村治理公共性的消解，弱化了村级组织的群众动员和乡村社会整合能

力，加速了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瓦解，造成乡村自治体系越来越难以有效运行。

其次，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下乡重塑以国家正式治理体系为主导的乡村治理结构。税费改革使基

层政府从过去依靠向农村收取税费维持运转，转变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维持运转，使基层政权从汲取型

政权，转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政权［22］（P1-38）。在后税费时期，国家政权建设不断加强对

基层社会的介入，从深层次改变了乡村治理结构，重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样态。一是国家权力通过资源

下乡与制度下乡介入乡村社会。项目分配制度为国家监管资源下乡提供了一套包含项目招投标、资金

管理、工程建设、质量验收等程序在内的严格规则体系和操作手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搭建了一条直接

通道［23］（P27-38）。二是国家政权通过行政化路径介入乡村治理。政府行政科层体制不断向乡村延伸，

将乡村治理吸纳进国家正式治理体系。村级治理行政化与村干部职业化使得村级组织成为地方政府在

乡村社会的触角。例如，湖北省X县在2021年开展的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地方政府推进书记

主任“一肩挑”行动，规定“一肩挑”的干部数量比例不低于95%，同时严格执行村干部坐班制，使村干部

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特征日益明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断强化国家

正式治理体制对乡村治理的吸纳，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进一步消解乡村社会自

主性，挤压乡村自治空间。

国家在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统一性建设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化治理方式与乡村社会差异性、复

杂性和变动性之间的适配性张力。比如在项目化管理体制下，国家资源以标准化方式进村与基层治理

过程脱嵌，使基层治理变成主要回应上级要求，却疏于动员农民和组织农民，也难以深入了解农民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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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要［24］（P91-99）。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增强，需要发挥村级治理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以

适应乡村社会的复杂性。然而，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科层化治理结构下，村级治理行政化特

征不断增强，村级治理变成以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为主，造成乡村治理悬浮和双轨治理结构断裂的

后果。比如，在笔者的调研中，村干部普遍反映“现在行政工作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节奏越来越快，

越来越感觉跟不上节奏”（访谈记录编号：20220715-SHK）“大量时间用于应付上级行政任务”（访谈记录

编号：20230708-LY）“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群众工作”（访谈记录编号：20240414-ZJY）。乡村治理悬浮和双

轨治理结构断裂从纵向层级结构来看，是政府科层管理体系对乡村自治体系吸纳的结果；从横向社会结

构来看，行政化和悬浮化的村级治理日益偏离群众路线，无法有效整合乡村社会，使自下而上的社会自

治体系难以有效运行。

（二） 数字下乡实践路径及其“最后一公里”困境

在乡村建设历史实践中，以“文字下乡”推动的乡村建设却面临“乡村不动”的落地执行困境。“文字

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根源在于文字下乡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内生动力无法被激活，

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25］（P23）。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下乡与

乡村技术治理效能，受到乡村社会基础和基层治理体制的影响。

首先，科层管理逻辑主导的数字下乡强化了基层技术执行的制度刚性。现代国家机器的运转追求

对基层社会事实的清晰化掌握。国家获取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并进行加工和运算，将对应的社会事实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国家可以注视、干预、介入、支配和服务的对象［26］（P99-109）。数字下乡是

国家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式，使国家能够清晰掌握乡村社会的人、财、物、行、事等基本社

会事实，从而支撑国家的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然而，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需要官僚机器的辅助，现代

信息技术通过官僚科层组织的安排“被决策者所执行”［27］（P3-9）。科层理性与技术理性具有天然亲和

性，二者相结合能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从而塑造了科层管理逻辑主导的数字下乡路

径。数字下乡的实质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技术、组织技术和信息化技术，将科层管理体系向乡村延伸，

从而将乡村治理吸纳进国家正式治理体制。

不同于政府科层管理体制，村级治理的特殊性在于直接面对群众和一线治理场景。基层治理事务

细小琐碎、不规范、不标准，而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村级治理片面追求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却缺少面对

群众和基层复杂治理事务所需的灵活性与自主性［28］（P197-204）。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治理数

字化改革的主导力量，利用信息收集、计算加工技术，将复杂社会事实清晰化、简化为可治理对象。地方

政府通过科层管理方式，自上而下地将治理事务进行层层分解，并运用过程管理、指标量化考核等数目

字管理方式，使基层治理精准化和清晰可控。

其次，基层技术执行的反向适配与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在技术治国理念下，技术理性与科

层理性的结合与相互强化，推动乡村治理形态由简约治理向技术治理转变，形塑了基层治理科层本位和

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强化了基层技术执行的制度刚性。然而，乡村技术治理的清晰化、规范化和

去人格化，以及科层管理逻辑下标准化的技术执行，与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的模糊性、变动性、不规则和

关系性之间，存在着适配性困境。单一性的治理技术与多元化的治理场景之间，技术的规范统一性和社

会事实的全面性之间存在适配性矛盾。面对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较低的乡村治理事务和群众诉求，技

术治理的精准化面临在乡村一线治理场景中落地执行困难，反映出乡村技术治理的适用限度。

技术不仅仅是被动的可被利用的手段，它还具有根据自身特性重新定义目的的倾向，并且极有可能

让使用者忽略其他的视角，使得在技术使用过程中，使用者本身的目的顺应技术特性被重新定义［29］

（P192-217）。在乡村技术治理的科层化运作逻辑下，面对自上而下清晰化治理目标与模糊性乡村治理

事务之间的矛盾，基层治理主体采取技术执行的反向适配策略。基层技术执行的反向适配使基层治理

权威上移，决策者意志和政府行政目标，成为基层治理的目标导向，而乡村复杂社会事实则可能被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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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权力扩张通过治理术来监控基层治理主体和乡村社会，压制了社会自主性，强化了科层化的单轨治

理路径。当前乡村治理领域普遍出现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程序主义、痕迹主义、数字负担加重、群众

参与性不足等问题，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就在于单轨制的技术治理路径对基层自主性和群众工作空间的

挤压。例如，笔者在浙江L市农村调研发现，在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前期探索中，地方政府部门不断将

数字平台或应用程序向乡村延伸，村干部成为地方政府在乡村社会落实政策的业务干部，政府部门则成

为监督和考核主体。由于部门独立开发的数字系统不兼容，条块分割造成数据重复统计等问题，增加基

层数字负担。比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村干部反映“哪个部门都要求统计数据填报表，要操作20多个

APP、小程序、应用系统，一样的数据有时候要填报多次，一天到晚都在围绕手机电脑转，没有时间和群

众打交道”（访谈记录编号：20230713-HYL）。

四、双轨一体：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信息技术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但是在数字下乡实践中，基层技术执

行的过度行政化造成技术治理偏离群众路线，使乡村双轨治理结构发生断裂。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

现代化，既要提升国家正式治理体制介入乡村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也要激活并发挥乡村治理自主性

和农民群众主体性作用，达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双轨治理结构的协同并行与一体融

通，呼应国家与村社二元合一的本土治理逻辑［30］（P67-83）。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制统一性与基层

群众路线的有机融合，推动数字化场景下制度赋能、主体赋能与组织赋能的互促共进，为探索超越科层

化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可能路径。

（一） 制度赋能与乡村治理体制统一性建设

乡村治理兼具国家性与社会性，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打破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制约，实现治理

体制统一性与治理机制灵活性的统一。制度下乡与数字下乡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制度规则供给、规则

执行和规则维护能力［31］（P132-144），为乡村治理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提供正式制度保障，提升乡村治理与

国家治理的同构性和连贯性。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国家正式治理体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过度吸纳，提升

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性。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主要是通

过制度建设与数字技术嵌入的双向互动，打破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纵向层级之

间和横向部门之间的条块壁垒，促进基层治理体系的一体化运行。

首先，数字技术赋能打破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条块”分割，促进基层治理资源整合。政府科层管理体

系存在条块关系的张力，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由于信息壁垒的存在而形成条块分割，造成上下级之间和

部门之间的协调难题，出现基层治理碎片化问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部门的行政业务工作随着数字化

系统向乡村延伸，由于各条线部门的平台系统难以兼容，因而增加了基层数字负担。因此，推进基层治

理数字化改革，需要加强党委政府统筹作用，打破条块壁垒，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一方面由党委政府

进行权威统合，建立数字信息管理平台系统，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数据信息资源的整合与统筹

利用；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治理流程再造，使信息在部门间流通，打破政府部门权力关系的协调难题，实

现政府层级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联动性治理。数字技术嵌入既有的治理体

制，赋能条块资源整合与治理联动，成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例如，北京市探索实施的“接诉即办”条块联合派单机制、“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条块联动治理机制等

基层治理模式，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与体制机制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条块分割结构下基层治理碎片

化难题，促进整体性治理效能的提升。再比如，浙江省L市持续深化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为化解

条块分割解决农民办事难的问题，探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基层公共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为

农民提供一站式公共服务。具体实践中，在乡镇设立行政综合服务大厅，村级设立综合服务站和服务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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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将40多个部门的近百项公共服务事项整合纳入行政服务中心，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一网通

办”的网络化服务渠道。“最多跑一次”改革行动通过窗口化受理与数字平台的在线协作和集成服务，整

合政府部门资源，实现“让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路”，使农民办事不出村，避免了行政服务部门“门难进、

事难办”的公共服务难题。数字技术赋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有效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现代

化建设和国家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

其次，数字技术赋能实现国家正式治理体制与乡村自治体系有效衔接，促进基层治理体制统一性建

设。自上而下数字下乡的行政化路径和科层管理逻辑，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和村民自治存在一定的

结构张力。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如若片面强调数字化治理平台建设和标准化技

术治理流程设计，忽视对村民自治和群众路线等本土性资源优势的挖掘，则会强化国家正式治理体制对

村级治理的吸纳，遮蔽基层群众动员和社会参与，造成技术消解自治的意外后果。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

理体系与乡村自治体系的接轨，既要构建数字技术治理渠道，增强基层治理体制统一性建设，提升国家

对社情民意的倾听和回应能力，同时又要发掘本土制度资源优势，发挥数字下乡激活乡村社会自治的作

用，提升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对复杂事务的治理能力，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

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数字化渠道在国家与农民、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

向连接和沟通作用，避免单向度的数字下乡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

例如，2019年北京市推进“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向乡村社会延伸，建立“接诉即办”条块联合派单工

作机制，构建“市民来电——（市级平台）接听受理——工单派发——（职能部门、基层政府）签收响应

——办理回复——回访市民”的闭环管理流程，打破了传统单向度的科层管理模式，化解了条块分割结

构下基层治理碎片化难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将乡镇管辖权属清晰的群众诉求直接派给乡镇，乡镇

迅速回应“接诉即办”工单，区政府同时接到派单，负责督办。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规范化治理流程具有

应对标准化事务的优势，然而面对非标准化的“体制剩余事务”时，则难以有效应对。由于群众诉求的模

糊性和多样性，在“接诉即办”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中，基层政府和工单办理部门很难直接判别诉求。北京

市Z镇针对“接诉即办”运行中存在的诉求甄别难、群众诉求的被动回应、疑难诉求化解难，以及办结率、

满意率考核压力等现实困难，积极探索“未诉先办”“下交群评”等治理机制优化，将市民服务热线与乡村

社会自治结合起来。一方面，发挥村级自治组织贴近群众的优势，将村级网格化治理与服务热线相结

合，对生产生活中的社会矛盾早发现早化解 ，做到“小事不出村”。另一方面，针对一些无理诉求或者涉

及历史遗留问题等疑难工单，将诉求工单下派解决转变为群众问题群众协商解决。“下交群评”通过村级

党组织和村委会召开“村民议事会”，发挥基层民主协商、村庄熟人社会舆论、基层治理公共规则等乡村

内生性治理资源作用，让农民群众成为判别诉求合理性和疑难问题治理的主体。“未诉先办”“下交群评”

等治理机制创新，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优势，实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基层从被

动性的群众诉求回应到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的自主治理，这不仅可以有效进行体制剩余性事务的治理，

也在化解群众矛盾中确认了社会规则，有利于促进社会秩序再生产。

（二） 主体赋能与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

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挑战是农民加速流动和离散化。农村流动人口和村庄地域的分离，阻

碍了农民群众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和技术

治理工具应用，而且需要走出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视野，找回乡村社会和农民主体地位，发挥数字

技术赋能多元主体有效连接和沟通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流动主体实现跨越地域时空的有效连接。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流动性

的社会环境中，农民的“原子化”、离散化程度增强。流动性带来的时空分离造成农民之间、农民与乡村

社会之间的连接和沟通受阻，成为农民群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阻碍因素。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流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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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有效连接渠道，是激活乡村社会自治的重要路径。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关键在于构建并发挥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时空限制的优势，为农民群众和乡村社会之间搭建

跨越地域时空的有效连接和沟通渠道，激发流动主体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动力。

笔者调研的湖北省X县、江西省R县，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村中半数以上的农户在城镇购房，

农村老龄化程度、空心化程度高，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频繁。在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实现流动主

体之间及其与乡村社会的有效连接，成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突出问题。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

体日益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和乡村治理实践，数字化治理平台与微信群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搭建起农民

日常生活中连接和沟通的有效渠道。比如村庄微信群成为村民日常交流、政策信息发布和村级治理的

平台，建构了跨越时空的线上社区，使进城农民能够及时了解村庄信息和参与村庄公共生活，为在外流

动的主体提供了心灵安放之所。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在数字化时代，由数字平台和多元治理

主体共同构建起乡村治理的行动者网络。乡村精英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乡

村精英再造的作用，是构建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关键。在农村人口流动和土地等资源再配置过程中，

农村社会中逐渐生成了主要利益和生活面向在乡村的“中坚农民”群体，比如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职业

农民、从事农业产销服务的农村经纪人等农村经济精英。这部分长期在村的乡村精英，通过担任村组干

部和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是连接和沟通村民、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关键节

点。乡村治理精英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信息传递和转译，以及动员群众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发挥着核

心行动者的作用。在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乡村数字化治理场景和沟通渠道，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

社会治理提供了基础条件，有助于构建以村级党组织和乡村精英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乡村治理

行动者网络。

例如，面对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精英流失和治理主体缺位的困境，江西省R县Q镇探索推动数字技术

赋能“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村级组织积极响应地方政府推动的“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

号召，基于家族文化传统和熟人社会基础，由村委会组织搭建乡贤微信群等数字化沟通平台，为乡村精

英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有效渠道，有效动员起在村和不在村的乡村精英群体为村庄发

展建设建言献策、捐款捐物。笔者开展的村庄调研发现，大部分村庄都建了村庄微信群、乡贤微信群、乡

村建设工作群与社会治理工作群等，微信群营造了多元主体有效沟通和协同参与的数字化治理场景，已

成为群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载体。

（三） 组织赋能与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

在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乡村熟人社会日趋解体，乡村治理面临公共性弱化的现实挑战，造成村级

组织承接国家政策和治理任务能力下降。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村级组织再造

和乡村社会整合作用，构建数字乡村治理新秩序。

第一，数字技术赋能村级组织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在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乡村治理主体缺位，农

民与村级组织连接渠道受阻。重构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有效连接的渠道，促进乡村精英再生产，是村级

组织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路径。比如，湖北省X县属于劳动力输出大县，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农村

党员流动性大，村级党组织难以有效组织党员参与党建和社会治理活动，村级党组织能力弱化，部分村

庄甚至因为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而无法选出村干部。地方党委政府和村级党组织积极探索“智慧党建”

模式创新，通过搭建“智慧党建”平台，为流动党员提供了参与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活动的数字化渠道，

强化了村级党组织对农村流动党员的管理能力，提升了流动党员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在此过程

中村级党组织积极培养年轻党员进入村干部队伍，促进村级治理主体再生产。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的构

建和有效运行有助于吸纳数字素养较高的新型乡村精英进入村级组织，促进数字技术素养较高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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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与擅长做群众工作的传统型乡村精英相结合，推动乡村“复合型精英结构”再造，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

第二，数字技术赋能村级组织权威再造与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是村级治理

的组织核心，发挥着组织农民与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职能。在村级治理行政化和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

村级治理悬浮化造成村级组织权威弱化，影响村级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升。数字技术赋能村级组织

权威再造是乡村社会整合的关键，一方面，乡村数字治理场景强化国家权力的在场，为村级组织权威再

造提供正式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数字化公共空间的构建，为农民群众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和权力监督提

供了数字化渠道，保障了村级小微权力的规范化、透明化运行，重塑村级组织权威以及干群之间的信任

关系，从而提升村级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促进数字乡村治理新秩序的生成。

例如，浙江省L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在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基层治理

四平台”“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阳光村务”“掌上人大”等数字化治理平台和应用场景融合。通过数字

化连接渠道与数字空间的共同在场，村民可以便捷地进行村级小微权力的社会化监督和社情民意的反

馈，这有助于提升村民与基层组织的联系和重构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数字治理平台的智能化、一体化

运行构建了村级组织、基层政府、村民共同在场的数字化治理空间，克服了线下实体性公共空间萎缩的

困境。在多元主体共同在场的数字化治理场景中，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和基层治理流程的透明性、规范性

增强，有助于提升村民对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信任感，促进村级治理的公共性再生产与乡村社会的数字

化整合。

（四） “双轨一体”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

基层治理是纵向科层框架与横向社会联系的结合地带，具有国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独特性。中

国基层社会治理既要解决大国治理的统一性问题，又要面对地方社会差异性和复杂性的治理需要。传

统时期，由于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国家政权主要通过“双轨政治”模式来维持基层治理秩序，自上而下的

官僚体系维系国家治理体制统一性，复杂多样性的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则通过社会自治来维系，县下辖区

的治理方式为“集权的简约治理”［32］（P10-29）。传统的“双轨政治”模式及其运行秩序，建立在士绅等乡

村精英代理人的纽带作用基础之上，在这一治理模式下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直接关联性不强。代理

人作为“双轨政治”模式中的基层治理主体获得官方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权力文

化网络变迁中，代理人治理因为缺乏正式制度和规则约束，面临代理人的异化问题，造成国家政权建设

的内卷化［33］（P15-18）。“乡政村治”时期，虽然在乡村确立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由于国家直接介入乡村

社会的能力有限，村干部实质上成为基层治理的代理人，具有当家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税费改革之

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家力量的退出和乡村社会内生性秩序的松动，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悬

浮型，双轨治理结构发生断裂，带来乡村治理失序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依然需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因此，维系基层治理体制的

统一性和稳定性，发挥乡村自治体系简约性和灵活性的优势，以此应对复杂多样和急剧变动的基层社会

治理需要，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是在乡村治理体制、乡村社会情境和数字化场景中展开的一线治理实践。数

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包括治理平台等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也包括治理流程、规则等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有效治理同样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

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走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突破科层本位与技术中心主

义的局限，发掘本土制度和社会文化资源优势，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政权建设与群众路线的有机融

合，实现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数字时代的双轨治理模式及其运作逻辑，超越了传统代理人模

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连接渠道和数字化场景，构建起国家、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农民群众等多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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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在场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推进“双轨一体”的乡村治理结构重塑和运行机制创新。

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弥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结构张力，促进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双

轨治理体系重构。数字技术赋能双轨并行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不是简单的双轨叠加，而是数字技术赋

能国家制度、社会要素与农民主体性的有机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向乡村

延伸，增强基层治理体制的统一性，为乡村治理的稳定性提供正式制度保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

服务群众的能力。在乡村社会自治层面，数字治理体系的进村落地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承载，基层组织能

力和群众参与性直接影响技术治理效能。数字技术赋能构建农村基层组织与流动主体的数字化连接和

沟通机制，有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激活乡村自治活力和群众参与积极性，重塑农民的集

体认同，促进乡村公共价值再生产。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和乡村社会不断解组的现实状况，数字

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优势，弥合双轨治理结构间隙，构建双轨并行的

数字乡村治理新体系。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群众参与性和双轨治理体系的一体化运作水平，促

进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有必要以群众路线优化数字平台和技术治理

体系，以数字治理平台和场景创新拓展数字时代的群众路线内涵。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历来是党和政府推进基层工作的优良传统，是乡

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数字技术赋能、村民自治本土制度资源与群众路线三者的结合，有助于

走出科层制逻辑主导下的数字赋能陷阱，有效弥合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二元结构张力。以群众路

线为基础优化乡村双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国家、基层社会与农民群众之间双向连接和沟通

作用，将会拓展数字时代的群众路线。如此可以实现党委领导、技术赋能与群众参与的有效协同和有机

融合，推进双轨并行、一体融通运行机制创新，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五、结  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在数字乡村建设和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处理好乡村治理的国家性与社会性之

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权力下乡与基层群众路线的有机融合，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

要素和本土化制度资源优势，实现国家治理体制统一性与基层群众路线的一体融通，构建“双轨一体”的

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探索超越科层化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是在乡村

治理体制、乡村社会情境和数字化场景中展开的一线治理实践，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

实践中面临技术治理限度问题，需要注意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治理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适配性建设。

数字时代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立足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基础，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建立在具体的乡村社会基础之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数字

治理体系与乡村社会基础的适配性。一方面，在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变动性和复杂性

日益增强。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提升乡村精准治理和精细化服务能力，但是面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农

民诉求，依然存在技术治理的不精准难题，需要发挥村级组织和乡村熟人社会信息对称性的治理优势。

另一方面，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重视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性。我国地域广阔，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存在差异，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需要立足不同地域的乡村社会实际

条件，避免简单地复制经验模式。比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带内的乡村治理面临流动人口管理

等现实需求，一些地方探索的网格化治理和数字化治理经验模式，简单复制到中西部人口流出地区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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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就会面临治理资源不足、治理人才缺位、城乡数字鸿沟、基层数字超载等一系列实践困境。

第二，实现数字乡村治理体制统一性与治理机制灵活性的有机平衡。数字下乡的行政化路径与技

术治理的科层管理逻辑，在强化国家正式治理体制对乡村治理吸纳的同时，也带来科层本位与技术中心

主义的迷思，造成技术消解自治，偏离基层群众路线。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存

在政府部门之间的数字壁垒，比如小程序重复开发，造成乡村治理的数字超载，加重了基层治理的数字

负担。行政主导的数字下乡，异化为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控制乡村治理的工具，乡村治理体制刚性化，挤

压乡村治理自主性，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形式主义问题。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实现国家政权的在场，

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推进基层治理体制的统一性建设，加强纵向政府层级之间和横向部门

之间数字治理平台的兼容性，避免乡村治理数字形式主义与数字负担加重的问题。与此同时，乡村一线

治理实践直面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探索数字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发挥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

主体应对乡村具体治理事务的灵活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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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Zhu Zhanhu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a fundamental project for achie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igital technology is fully embedded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

tem and rural society, playing a fundamental supporting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Promot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countryside and rural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ogic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has enhanced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intervene in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and serve the people through incorporating rural governance into the formal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about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by adding an administra‐

tive touch to village-level governance and dissolving autonomy via technology, resulting in the rupture of the 

dual-track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the suspension of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To optimize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requires fully leveraging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

nology elements and tapping into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so as to explore a Chinese 

path to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at goes beyond bureaucracy, wit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ss line at primary level.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

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the New Era, the future devel‐

opment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tributor network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a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ual-track approach in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dual track governance;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digital villages construction; dig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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